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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和山东两省的黄海沿岸地区（以下简称“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作为海岱历史文化

区〔１〕的东部边缘地带，在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时期，其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面貌总体上说与

海岱中心地区是基本一致的。就墓葬类型而言，同样都是流行竖穴土坑墓以及竖穴土圹木棺

墓或木椁墓，此为学界所熟知。但苏鲁沿海地带还存在一种在竖穴土圹中用石头构筑椁室并

用石板或石块加以覆盖的石构墓葬，只不过因发现地点分散且数量较少，虽有学者对部分石椁

墓有所论及〔２〕，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更缺乏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墓葬不

仅对于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乃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黄海沿岸地

区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的考察颇具学术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

关于这种类型的墓葬，以往学术界称谓不一，称之为“石棺墓”、“石板墓”、“石椁墓”乃至

“积石墓”〔３〕者皆有之。基于棺作为装敛死者的葬具应当有底并且需要移动，而椁往往作为墓

室结构的一部分是在墓室中构筑且一般不需要移动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类型的墓葬以“石

椁墓”称之为宜。本文拟先对苏鲁黄海沿岸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

资料进行系统梳理，进而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就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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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海岱历史文化区”或“海岱文化区”，是指“以渤海、黄海、泰山（岱）、淮河下游（故道）为显著标志”的一个历史文化区，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地理区”。参见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１－４页，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曾论及或提及苏鲁沿海地带的部分石椁墓遗存。参见严文明：《东
夷文化的探索》，《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６期；栾丰实：《东夷考古》，３６０－３６３页，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２期。按：该文将乳山南黄庄石椁墓称之为“积石
墓”，但在后来发表的考古简报和报告中又改称“石板墓”、“石椁墓”和“石棺墓”。



一　石椁墓的发现及其文化性质和年代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和确认始于１９７５年日照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迄今已在江

图一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椁墓发现地点
分布示意图

　

苏和山东发现六处以上〔１〕，发掘

清理计一百二十四座以上〔２〕（图

一）。这里大致由南而北依次就其

发现概况、丧葬习俗和随葬品等加

以概述，并就其文化性质和年代一

并进行讨论。

（一）灌云大伊山墓地

大伊山是江苏灌云县城北约２

公里处的一座海拔２２６米的孤山，

地属灌云县伊山乡，北距连云港市

３３公里，东北距燕尾港４２公里。

大伊山墓地位于大伊山东麓清风

岭的岗地上，海拔高度为８米，地

势西高东低，墓地范围约３０００平

方米。１９８５年的第一次发掘，在墓

地西北隅残存的２００平方米的范

围内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三

十八座，其中有三十七座用薄石板

砌成墓椁（唯 Ｍ３２无石构葬具）。骨骼保存完整者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十六座墓墓主头部覆

盖红陶钵，头向在６０至９０度范围内。其中三十五座有随葬品，最多的一墓有八件，三座无随

葬品。随葬品有陶鼎、釜、壶、钵和罐等陶器，石斧、锛、凿和镰等石器，璜和玦等玉器，以及骨角

器。陶器大部分放置在头端或足端，石器大多置于手侧，玉璜和玉玦分别在颈部和耳部〔３〕。

１９８６年春，在墓地西北部的北部偏东和南部偏西处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处相距约４０米，发

掘面积３５０平方米，清理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石椁墓二十四座。其中，发掘区西南角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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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黄海沿岸地带发现石椁墓的地点实际上要多于六处。２０１２年冬，文登旸里店石椁墓发掘期间，在发掘区小北山
东北约４００米处的另一个小山包石崮山上调查石椁墓一座（Ｍ１５），因未正式发掘，本文暂且将其归到旸里店墓地中
叙述，实际上应当是一处单独的墓地（烟台市博物馆、威海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文登市旸里店墓
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日照东海峪遗址三个阶段的遗存中均发现有石椁墓，但尚未详细报告，每个阶段的石椁墓这里暂按一座计。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六座（Ｍ６４－Ｍ６９）与第一次发掘Ｔ１中的二十座（Ｍ１－Ｍ２０）属于同一墓区，东北角清理十七

座，Ｍ４０远离这两个墓区。这次发掘的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在６６至８８度之间。

其中十三座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十一座，随葬品的放置位置与第一次发掘的墓相同，头部

覆盖红陶钵的墓有一座。出土随葬品计二十件，包括鼎、釜、钵和碗等陶器，锛、砺石和带槽石

器等石器，以及骨凿、玉珠和绿松石坠等〔１〕。大伊山墓地两次发掘墓葬计六十二座，其中石椁

墓六十一座。

关于大伊山石椁墓文化性质和年代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第一次

发掘者认为，大伊山遗址与邻近的二涧村遗址和大村遗址同属一个文化系统，而大伊山石椁墓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目前也是所知最早的石棺葬遗迹”，“大伊山墓葬的年代，从文化面

貌上判断，它晚于二涧村、大村遗址墓葬，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类型或与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类

型比较相近，大约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第二次发掘者认为，“大伊山遗址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早于大汶口的一个文化类型”，“其相对年代晚于北辛，略早于青莲

岗”，“大伊山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６５００年”。据学者研究〔２〕，北辛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其

年代为距今７３８６－６１１０年，早期为距今７０００－６６００年，中期为距今６６００－６３００年，晚期为距

今６３００－６１００年；江苏淮河以北区域的连云港二涧村、大村、大伊山和沭阳万北等遗址的北辛

文化遗存可划分为苏北区的“大伊山类型”（又称“二涧村类型”〔３〕）；苏北地区的北辛文化遗

存，至少可以分为两期，早期以二涧村墓葬、大伊山和万北部分遗存为代表，出土遗物与北辛文

化中期的同类遗物较一致，其年代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后段；晚期以大伊山、万北的部分遗存

为代表，与北辛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大伊山墓地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 Ｍ１５、Ｍ２９等为代表，

中期以 Ｍ３９等为代表，晚期以 Ｍ３２等为代表。分别属于北辛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

期”；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年代为公元前４２００－前３５００年〔４〕。以此为据，大伊山石椁墓

属于北辛文化中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其绝对年代或可推定在公元前４５００－前３５００年

之间。

（二）日照东海峪遗址

东海峪遗址位于山东日照东港区石臼所（原日照县石臼所公社）东海峪村西北，东临黄海，

西有奎山，面积约８万平方米，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５年先后两次发掘。１９７５年秋发掘８００平方米，

文化堆积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它们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期，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

的联系，说明这是连续发展的三个时期”，“而且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时期”；发掘墓葬十八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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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１９８６年的发掘》，《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７期。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２７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按：也有学者认为，大汶
口文化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４２００－前３６０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２９２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属于三层（下层二座、中层一座、上层十五座）；“这里三期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相同，如人架都

是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器物基本组合和墓葬结构上都有长方形土圹或长方形土圹石椁等都

比较一致，表明这些墓主人属于同一部族”〔１〕。据此可暂且认为，三个文化层中都发现有石椁

墓，但其具体数量、结构及其特征等因未详细报告而无法详知。

关于东海峪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认为，下层墓葬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上文化

层属龙山文化时期的早期，中文化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现在一般认

为，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绝对年代，早期为公元前４２００－前３６００年，中期为公

元前３６００－前３１００年，晚期为公元前３１００－前２６００年〔２〕。据学者研究，海岱龙山文化可分

为六期及十个小段〔３〕，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２６００－前２０００年之间，每一期的绝对年代大约

在一百年上下，“东海峪中上层墓葬属于龙山文化最早的遗存，东海峪下层墓葬等，则属于大汶

口文化的最晚时期”〔４〕，“东海峪中层墓葬正是所谓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时期遗

存”〔５〕。基于上述，东海峪石椁墓的年代大致可推定在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５００年之间。

（三）日照苏家村遗址

苏家村遗址位于山东日照卧龙山街道苏家村和刘东楼村交界处，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

向海。１９３４年发现，名为刘家楼遗址，１９７２年更名为苏家村遗址，１９９５年以后曾进行过多次

调查。２０１１年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探明它是一个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的环壕聚落，总面积

近９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春对遗址东南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６００平方米，清理墓葬七十九

座（其中结构及年代明确者六十九座），以及大量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分为三个阶段。仅就墓葬

来说，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向东或东南（晚期阶段出现南北向墓葬）；早期阶段十二座，其中

四座为石椁木棺墓（Ｍ３９等）；中期阶段十七座，其中一座为石椁木棺墓（Ｍ５９）；晚期阶段四十

座，其中石椁墓三座，包括土圹石椁墓二座和石椁木棺墓一座；三个阶段的石椁墓计八座。就

随葬品而言（含非石椁墓），早期阶段约半数墓葬未见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一墓三至九件不等，

有鼎、鬶、罐、圈足盘、折腹壶、觯形杯、高柄杯等陶器，以及磨石和残石器等；中期阶段随葬品有

鼎、鬶、罐、壶、觯形杯、高柄杯等陶器，以及猪下颌骨等；晚期阶段有的墓无随葬品，但有的一墓

多达四十余件，包括鼎、豆、鬶、甗、罐、壶、盆、圈足盘、高柄杯、壶形杯、筒形杯、器盖和纺轮等陶

器，以及石凿和石料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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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６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２９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海岱龙山文化”，学界曾先后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又，本文中除特别注明者外，“龙山文化”即
指“海岱龙山文化”。

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栾丰实：《简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江汉考古》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日照市苏家村遗址２０１９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２年
第８期。



关于苏家村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认为，其“主体遗存年代以大汶口文化末期至

龙山文化早期为主，部分可延续至龙山文化中期前段”；三个阶段的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在年代

上无大的缺环。按照海岱龙山文化六期十段说及其年代观，“苏家村遗址早期遗存相当于大汶

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初期；中期遗存的相对年代下限或可至龙山文化第一期前段；晚期遗存

相对年代跨度较大，年代上限可至龙山文化第一期后段，年代下限大体在龙山文化第三期前段

或稍晚”，而炭化植物种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多数集中在公元前２５００－前２２００年”。基于上

述，苏家村石椁墓的年代大致可推定在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４００年之间。

（四）诸城石河头墓地

石河头墓地位于山东诸城市区东南约３０公里的林家村镇石河头村北岭的南坡上，地处吉

利河和小北河两河交汇的台地上，南距黄海约２５公里，遗址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１９８０年在

调查中曾发现石椁墓残迹，１９８６年对遗址西南部已经暴露的二座石椁墓进行清理（编号

８６Ｍ１、８６Ｍ２）〔１〕。１９９７年秋，为配合道路施工，在遗址西侧抢救性发掘墓葬十四座，其中石

椁墓十三座（Ｍ１－Ｍ１３），竖穴土坑墓一座（Ｍ１４）〔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间，计清理石椁墓十五

座。均为单人葬，头向东南；有四座墓（大多毁坏严重）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一墓最多不到十

件；随葬品均为陶器，有鼎、豆、鬶、罐、壶、盆、钵、觯形杯、高柄杯和器盖等。

关于石河头石椁墓的年代，１９８６年的调查者认为，其年代“与东海峪遗址中文化层墓葬相

当，而晚于下层墓，属龙山文化早期遗存”。１９９７年的发掘者认为，随葬的陶器“既有具有大汶

口文化晚期特征的陶器，也有具有龙山文化早期特征的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

渡的中间类型”，“石河头遗址 Ｍ３应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其他墓葬亦多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

统”。最新研究表明，石河头“墓葬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小，均属于同一个时期”，其“整体特征，与

（杭头 Ｍ４和 Ｍ５为代表的）杭头Ｂ组基本一致，时代应该大体相当”，而杭头Ｂ组墓葬“代表了

大汶口文化晚段和龙山文化早段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将这一组遗存所代表的时间段归入

大汶口文化，放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后一个阶段”，“石河头石棺墓地，基本上属于这一时

期”〔３〕。若此，石河头石椁墓的年代可推定为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６００年。

（五）文登旸里店墓地

旸里店墓地位于山东文登西北约２０公里的界石镇旸里店村北的一座被当地称作小北山

的山包上，海拔１０５米。该墓地发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２０１０年对已经暴露于地表的

二座墓（Ｍ１、Ｍ２）进行清理。２０１２年冬，采用开探沟的方式进行发掘，布设南北向探沟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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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史前文化遗址调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诸城市博物馆：《诸城市石河头石棺墓清理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按：发掘报告的概述部
分称清理墓葬计十四座，其中石椁墓十二座、土坑墓一座、不明者一座。根据发掘报告的墓葬分述，实际上是石椁墓
十三座、竖穴土坑墓一座（Ｍ１４）。

栾丰实：《简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江汉考古》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条，发掘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清理石椁墓十二座（Ｍ３－Ｍ１４）。这十四座石椁墓均为单人葬，除

一座为南北向外，其余皆为东向或东南向。大多有随葬品，但数量较少，最多者一墓八件；以陶

器为主，有鼎、罐、壶、碗、豆、器盖和纺轮等，另有石凿和石斧等。２０１２年进行发掘的同时，对

邻近区域进行调查，在小北山东北约４００米处的石崮山上调查发现同类石椁墓一座（Ｍ１５）。

发掘者称，附近的“石崮山和其他山岗也发现了石棺墓或相似的石板，说明在周边山地和丘冈

也存在这种石板墓，或者说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大的石棺墓葬群”〔１〕。

关于旸里店石椁墓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根据墓葬出土陶器种类、器形及器物组合

等，认为“旸里店墓地的时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根据海岱龙山文化

六期十段说及其年代观，旸里店石椁墓的年代似可推定为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５００年之间。

（六）乳山南黄庄墓地

南黄庄墓地位于山东乳山县城以东约２４公里的南黄乡，墓葬集中分布在南黄庄村东、西、

北三面的坡地上。１９７７年发现，因位于南黄庄村西南的南斜山村东北，故曾称之为南斜山墓

地。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间，先后做过多次调查。１９８３年秋，在南黄庄村东北部采用探沟法进行发

掘，开探沟十五条，发现墓葬十六座（Ｍ１－Ｍ１６），并对其中的十五座进行了清理（Ｍ１３因位于

路下未清理）。同时，在墓区西南部即南黄庄村东部发现了同时期的居住址，另对南黄庄村西

断崖上暴露出的六座墓葬（Ｍ１７－Ｍ２２）进行清理（其中 Ｍ２２因残甚未全部清理）。发掘报告

称，发现的二十二座墓葬中，有十五座石椁墓（即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五座石棺墓（即有盖有

底土圹石椁墓），Ｍ１３和 Ｍ２２形制不清。可辨葬式者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除个别墓葬外，头

向大多为东北向，一般在３０至７０度之间。除 Ｍ２０和 Ｍ２１为儿童墓未见随葬品外，其余各墓

都有随葬品。随葬品数量不多，一墓一至八件不等，大多放置在椁内一隅的高台上。出土随葬

品包括鼎、簋、鬲、罐等陶器六十八件，铜镞十一件以及石坠饰一件〔２〕。

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发掘者根据随葬陶器组合及其器形、质地和纹饰等并参考地层

关系，将其分为三组（Ｍ１３除外）：甲组墓，四座（Ｍ５、Ｍ１１、Ｍ１４、Ｍ１６），随葬品以陶鼎、鬲、罐组

合为主；乙组墓，三座（Ｍ２、Ｍ７、Ｍ１５），随葬品以陶罐、簋组合为主；丙组墓，十二座（Ｍ１、Ｍ３、

Ｍ４、Ｍ６、Ｍ８－Ｍ１０、Ｍ１２、Ｍ１７－Ｍ１９、Ｍ２２），随葬品以陶鬲、簋组合为主。三组墓年代依次衔

接，即甲组墓→乙组墓→丙组墓，可视为一个大的时期，其年代大致推断为西周中晚期〔３〕。有

学者将南黄庄石椁墓遗存归为珍珠门文化第五期，并认为其“年代可定为西周早期晚段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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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博物馆、威海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文登市旸里店墓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北京大学考古系、烟台市文管会、乳山县文管所：《山东乳山县南黄庄西周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北
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１９９１年发表的简报认为，“将南黄庄墓地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早期比较合适”；１９９９年发表
的发掘报告认为，“南黄庄墓地的年代亦应定为西周中晚期比较合适”。



早段”〔１〕。也有学者认为，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前后至春秋早期前后〔２〕。综合各

家之言，南黄庄石椁墓的主体年代或可推定在公元前９世纪前后。

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文化性质，发掘者认为，与南黄庄石椁墓出土陶器相同的材料在乳山

多个地点有所发现，但在胶东半岛中部及其以西地区尚未见到；与此同时，在胶东半岛东南部

的乳山、文登和荣成一带与胶东半岛中西部的黄县、蓬莱、烟台和莱阳一带相同的西周遗存则

尚未发现。因此，南黄庄石椁墓遗存是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土著文化遗存。黄南庄墓地的出

土器物，“显然继承了长岛珍珠门遗址的文化特点。如南黄庄墓葬与遗址中出土的甗、鬲、簋与

珍珠门遗址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更重要的是在南黄庄遗址中发现了与珍珠门遗址相同的文

化遗物”。一般认为，“珍珠门文化应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年代下限已经进入西周早期”〔３〕。

关于其族属，发掘者结合文献记载推论，从长岛珍珠门遗址到乳山南黄庄墓地的材料正是文献

记载中的夷人文化遗存，“南黄庄墓地的族属很可能是嵎夷当中的一支”〔４〕。

总起来看，在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地点和数量虽然不算多，但自南而北分布

地域甚广，其年代自距今６５００年前后直至２８００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３０００年以上，并且分属

于多种考古学文化，其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问题，值得探究。

二　石椁墓的类型、演变与墓地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概况、丧葬习俗、随葬品以及文化性质和年代等如上所

述，这里主要就其墓葬类型及其演变和墓地进行分析。

（一）石椁墓的类型学分析

就墓葬结构而言，苏鲁黄海沿岸各地的石椁墓既有明显的共性，同时又有诸多差异，为对

其进行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可能。就其共性来说，主要是基本结构及建造方式大致相同，即先挖

建长方形竖穴浅土坑，并且土坑一般口大底小，底部略作平整，然后再在土坑内用石板或石块

构筑石椁室。椁室均为单室，平面形制为窄长型，即长度与宽度之比为２∶１及以上，并且一般

是头短宽、足端窄，其上用石板或石块覆盖〔５〕。根据石椁室底部的有无，可分为两大类。

—５１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３３页，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４６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按：关于珍
珠门文化的族属，大都认为属于夷人的一支。或考证为夷人中的胶鬲一支（方辉：《胶东半岛地区商代土著文化———

珍珠门文化》，《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０日第３版）；或认为“珍珠门类型遗存应是嵎夷创造的，会泉庄类型遗存应
是莱夷创造的”（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１９８５年大伊山发掘的三十七座墓，发掘报告虽然称“没有发现明显的墓坑痕迹”，但该墓地１９８６年的发掘表明，其建
造及结构是先挖一竖穴土坑，然后再在四壁立置石板并用石块覆盖。



图二　大伊山 Ｍ１５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双耳壶　２．长颈壶

　

图三　石河头８６Ｍ１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折腹壶

　

　　甲类墓：有盖无底型石椁墓，即用石板或石块构筑椁室四壁并覆盖顶部，但椁底不铺石板

或石块。根据木质葬具的有无，并结合椁室的构筑方式，以及所用石材等综，将其分为三型。

Ａ型：石板有盖无底土圹石椁墓，即石椁内无木质葬具，墓坑四壁立置薄石板构成椁壁，顶

部也用薄石板覆盖，椁盖板为单层。灌云大伊山的六十一座石椁墓中有六十座（Ｍ２８除外）属

此型，石板系用天然石片且多未经加工，厚度在８－１５厘米之间，构筑时直接将石板竖向嵌入

墓坑，一般两侧壁各用二至三块，两端各用一块，顶部平铺数块石板作为椁盖。如大伊山

Ｍ１５，石椁长１．９、宽０．７米，椁内残存有骨渣，头向８０度；随葬品五件，其中玉璜一件置于尸骨

颈部，陶壶一件置于尸骨头侧，其余三件陶器放在足旁（图二）。诸城石河头十五座石椁墓中有

此型墓五座（８６Ｍ１，Ｍ４、Ｍ５、Ｍ１０、Ｍ１２），如石河头８６Ｍ１，石椁明显头短宽、足端窄，构筑规

整，长１．９２、宽０．６６－０．７８、高０．３４米，石板厚２－５厘米，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１１５度，随葬

陶折腹壶一件（图三）。文登旸里店十五座石椁墓中，此型墓仅一座（Ｍ５），石椁长１．８４、宽

０．３６－０．４６、高０．３４－０．４米，方向１１０度，四壁和椁盖均用经过加工的厚２－６厘米的花岗岩

石板构筑；随葬陶器四件，其中壶一件置于椁室西端，壶、罐、碗各一件置于椁室东端（图四）。

Ｂ型：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即石椁四壁和盖板均为薄石板，椁盖板为单层，石椁内有

木棺作为葬具。日照苏家村的八座石椁墓中有六座属于此型，分属于早、中、晚三期遗存。如

苏家村 Ｍ３９，被 Ｍ７和 Ｍ３２部分打破，墓口长２．４１、宽０．９、深１．４米，石椁的四壁用未经加工

的页岩石板围砌，顶部用多块石板覆盖，石椁内放置一木棺；棺内人骨保存较差，为单人仰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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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旸里店 Ｍ５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２．壶　３．罐　４．碗

　

肢葬，头向东（图五）；随葬品有陶器九件，其中

可复原者有鼎、鬶、罐、圈足盘、觯形杯各一件

和折腹壶二件；属于苏家村早期阶段遗存（图

六）。又如苏家村 Ｍ５９，其结构与苏家村 Ｍ３９

相同（图七），墓口长２．０５－２．２５、宽０．７５－

０．８５米，深约１．０３米；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

２８０度；随葬品为一副猪下颌骨和四件陶器，其

中陶罐、壶和高柄杯各一件可复原；属于苏家村

中期阶段遗存（图八）。

Ｃ型：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石椁内

有木棺作为葬具，但与Ｂ型最大的不同在于，

椁室四壁不是用石板立置构筑而是用石块砌

筑，并且椁顶用大石板覆盖并在其上堆积石块。

乳山南黄庄发现十五座（Ｍ２－１２、Ｍ１４－１６、

Ｍ１９，即发掘报告中的石椁墓）〔１〕，系先挖一个

口大底小的圆角长方形土坑，再在四周用不规

则的石块构筑椁室，一般砌筑一两层，里面砌成

平面，顶部用大块石板覆盖，其上再堆积大小不

同的石块，石椁内多有木质葬具痕迹。石椁一

般长２．７－３．４、宽１．１－０．４５、高０．５米左右，

均为窄长形。如南黄庄 Ｍ２，是该墓地规模最

图五　苏家村 Ｍ３９（上为北）

　

大的 一 座，墓 坑 长 ３．４９、宽

２．２８、深０．４米；石椁也是口大

底小，四壁用不规则的石块砌

筑，椁室口长２．８９、宽１．１５、高

０．４米，椁内发现“井”字形木质

葬具痕迹；椁室东端木棺外侧，

筑有一高１７厘米的土台，其上

放置二件陶罐；人骨朽甚，推测

头向东，方向４７度；随葬品有陶

—７１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据发掘报告，Ｍ５和 Ｍ１５两墓椁室的两端未用石块砌筑，可能是某种特殊原因所致，并且仅见二例，似乎不具有类型
学的意义，故暂归入甲类Ｃ型墓。



图六　苏家村 Ｍ３９出土陶器
１．鼎　２、７．折腹壶　３．觯形杯　４．圈足盘　５．鬶　６．罐

　

图七　苏家村 Ｍ５９（上为南）
１．石盖板　２．石盖板揭取后

　

图八　苏家村 Ｍ５９出土陶器
１．壶　２．罐　３．高柄杯

　

罐三件和陶鬲二件，均置放于东西两端的椁内棺外，而发现于棺内的一件陶鬲，本来是放置在

棺外的（图九）。又如南黄庄 Ｍ５，墓底长２．９５、宽１．１、深０．５米；椁室的南北两壁用不规则石

块砌筑，但东西两端未用石头砌筑，长２．９５、宽０．６９、高０．４５米，上部被后期破坏；椁内有明显

的木质葬具痕，人骨朽毁严重，推测头向东，方向７２度；椁室东端的棺外用石板砌筑一高１７厘

米的石台，其上放置随葬品；随葬品计八件，分别是陶鼎一件、陶鬲三件和陶罐四件，分别放置

在椁室的东西两端（图一〇）。此型墓在其他地点尚未见到。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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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南黄庄 Ｍ２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２．鬲　３－５．罐

　

上述甲类三型墓之外，大伊山还发现一座结构和构筑方式如同Ａ型但平面形制为“日”字

形的墓葬（大伊山 Ｍ２８），即椁室一端用石板分隔出一个犹如头厢的小椁室，形成一大一小的

两个椁室。石椁通长２．６６、宽０．８米。主椁室内的被葬者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６８度。主

椁室头端的小椁室长３．０６、宽０．７８米，内置一件直径３３厘米的红陶钵，陶钵的底部正中有一

直径１．５厘米的小孔，陶钵下面发现有头骨和零星的骨骼，经鉴定为一不足５岁的儿童（图一

一）。这似乎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合葬墓”，仅此一例，附于此一并介绍。

乙类墓：有盖有底型石椁墓，即椁室的底部、四壁均用石板或石块构筑，椁顶用石板覆盖，

椁内无木质葬具〔１〕。根据椁盖板结构、椁室构筑方式及所用石材等综合分析，将其分为三型。

—９１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根据各考古报告的记述，此类墓清理过程中均未发现木质葬具遗痕，因此这里暂且认定为此类石椁墓无木质葬具。

但是否实际上存在着木质葬具的使用，只不过因完全朽毁而难以辨认，值得今后在发掘中注意。



图一〇　南黄庄 Ｍ５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２、５．鬲　３、４、７．罐　６．鼎

　

图一一　大伊山 Ｍ２８平面图
　

Ａ型：石板单层盖有

底土圹石椁墓，即石椁四

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底部

平铺石板，盖板为单层，石

板大多经过加工。日照苏

家村晚期阶段遗存发现二

座，如苏家村 Ｍ２６，墓口

长２．２５、宽０．９５、深０．５５

米；盖板和四壁用略经加工的石板构筑，底部石板平整；人骨保存极差，头向不明；无随葬品（图

一二）。诸城石河头发现二座（Ｍ２、Ｍ８），如石河头 Ｍ２，石椁长２．１４、宽０．６－０．７、残高０．３－

０．４米，墓向１０５度；椁室四壁和底部均用石板构筑，椁壁左右两侧各立砌二块，头端和足端各

立置一块，椁底平铺一块；人骨已朽；随葬品八件，计有陶鼎、鬶、罐、圈足盘、壶、盆、高柄杯和器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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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苏家村 Ｍ２６（上为北）

盖各一件，均置于头端（图一三）。

文登旸里店十五座石椁墓中，此型

墓有十三座〔１〕，石板均经过精心加

工。如旸里店 Ｍ１０，石椁长１．０６、

宽０．３６、高０．２６－０．３２米，头向

１１８度；石椁四壁、底和盖板均用厚

３－５厘米的花岗岩石板加工而成；

随葬品三件，椁室东北隅放置陶罐

一件，椁室西南角放置陶罐和陶碗

各一件（图一四）。

Ｂ型：石板双层盖有底土圹石

椁墓，即石椁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

图一三　石河头 Ｍ２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鼎　２．罐　３．高柄杯　４．器盖　５．壶　６．盆　７．鬶　８．圈足盘

　

底部平铺石板，盖板为双层，石板大多经过加工。诸城石河头十五座石椁墓中，此型墓有四座

—１２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旸里店 Ｍ１５无顶盖，实际上应为毁坏所致，因为其西侧、西南侧和东北侧的石板也已缺失。



图一四　旸里店 Ｍ１０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１、２．罐　３．碗

　

图一五　石河头８６Ｍ２平面图及出土遗物
１．陶器盖　２．石坠　３．陶鬶　４．陶罐　５．陶单把罐　６．陶高柄杯

　

（８６Ｍ２，Ｍ３、Ｍ６、Ｍ１３）。如石河头８６Ｍ２，石椁长２．０４、宽０．５２－０．６、高０．４米；椁盖板为两

层，两层盖板之间有一层厚１０－１２厘米的黑胶泥；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１１０度；随葬品六件，

其中石坠一件在腰部，其余陶鬶、罐、单把罐、高柄杯和器盖各一件均在头部附近（图一五）。文

登旸里店发现一座（Ｍ３），石椁长１．９２、宽０．２９－０．４３、高０．３８－０．４米，墓向１１２度；椁底、四

壁和椁盖使用的石板均用厚２－１４厘米的花岗岩石板加工而成，椁盖覆盖两层石板；随葬陶罐

二件和单把壶、觯形杯各一件以及石凿一件（图一六）。此型墓数量较少，目前所知仅有上述二

个地点发现的五座。

Ｃ型：石块有盖有底土圹石椁墓，即石椁四壁和椁底均用石块砌筑，椁顶用大石板覆盖

后再在其上堆积石块。此型墓迄今只在乳山南黄庄发现五座 （Ｍ１、Ｍ５、Ｍ１７、Ｍ１８、

Ｍ２１，即发掘报告中的石棺墓），均属于南黄庄丙组墓，即南黄庄石椁墓的晚期阶段。如南

黄庄 Ｍ１，墓坑为口大底小的不规则圆角长方形，墓口长２．４３、宽０．８１、深０．４６米；椁室

四壁及底部用不规整的石块砌筑，口大底小，口部长２．２３、宽０．４５、高０．２３米；顶部用较

大的石板封盖，盖板之上原有积石但已被毁坏；人骨朽甚，但可知头向为５９度；墓室东端

底部用石块砌筑一个高９厘米的石台，其上放置一件陶簋；椁内中部即被葬者腰部出土铜镞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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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旸里店 Ｍ３及出土遗物
１．陶单把壶　２．陶觯形杯　３、４．陶罐　５．石凿

　

图一七　南黄庄 Ｍ１平面、剖视图及出土陶簋
　

—３２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一件 （图一七）。又如南黄庄 Ｍ２１，是该墓地规模最小的一座，其东端略遭毁坏，但总体保

存较好；墓坑残长０．９６、宽０．５４、深０．４８米，方向５４度；椁室四壁及底部用不规整单层

石块砌筑，口大底小，口部残长０．６７、宽０．２５、高０．２米，顶部用石板封盖；无随葬品，

椁内未发现人骨，推测是一座儿童墓。

（二）石椁墓类型的演变

基于上述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前述之空间分布及其年代学讨论可以看到，苏鲁黄海沿岸地

区石椁墓的各种类型之间 （表一），既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更有明显的时代性差异，但细

察之，这种墓葬类型的不同，更多的是其年代不同所致，基本上反映出石椁墓类型结构的发

展演变。

　　表一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类型统计表 单位：座

类型 地点 大伊山 东海峪 苏家村 石河头 旸里店 南黄庄 小计 备　　注

甲类

Ａ型 ６０　 ５　 １　 ６６ 石板有盖无底土圹石椁墓

Ｂ型 ６　 ６ 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Ｃ型 １５　 １５ 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乙类

Ａ型 ２　 ２　 １３　 １７ 石板单层盖有底土圹石椁墓

Ｂ型 ４　 １　 ５ 石板双层盖有底土圹石椁墓

Ｃ型 ５　 ５ 石块有盖有底土圹石椁墓

不明或其他 １ ≥３　 ４　 ２ ≥１０ 残或详情未知或形制特殊

合计 ６１ ≥３　 ８　 １５　 １５　 ２２ ≥１２４

综观这一地区的石椁墓，其流行年代分属于三个时期，即以大伊山石椁墓为代表的早期阶

段，是北辛文化中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约当公元前４５００－前３５００年之间；东海峪、苏家

村、石河头和旸里店等为中期阶段，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末期至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少数可

晚至龙山文化中期前段，约当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４００年；以南黄庄石椁墓为代表的晚期阶段，

是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前后的土著文化遗存，约当公元前９世纪及其前后。基于这样的年代

观并结合石椁墓的类型可以看到其总体的演变轨迹。

早期阶段，流行甲类Ａ型墓，即石板有盖无底土圹石椁墓，类型单一，构筑石椁的石板是

未经加工的天然石板，并且未出现木质葬具。

中期阶段，墓葬类型趋于多样化，甲类Ａ型墓继续存在的同时，甲类Ｂ型墓（石板有盖无

底石椁木棺墓）、乙类Ａ型墓（石板单层盖有底土圹石椁墓）和乙类Ｂ型墓（石板双层盖有底土

圹石椁墓）等新的墓葬类型出现并流行。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有底石椁墓的出现，反映出

石椁结构趋于完善；其二，木质葬具的出现，见于苏家村的六座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其随

葬品相对比较丰富，成为石椁墓的被葬者社会身份地位差异或者贫富差别的一种直接反映；其

三，构筑石椁的石材仍然是石板，但大都经过人为加工，有的甚至加工比较精细，如旸里店石椁
—４２３—

　 考古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墓都是用加工细致、较为规整的花岗岩薄石板构筑〔１〕，反映出石椁构筑技术的提高和观念上

更为讲究；其四，有底石椁的盖板出现了单层和双层之别，也应是墓葬规格高低的一种表现。

总体上看，尽管中期阶段与早期阶段在年代上存在着约八百年的空白期，但就石椁墓的类型来

说，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是清楚的。

晚期阶段，墓葬结构和构筑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即构筑石椁的石材由石板改为石块，椁顶

改用大石板覆盖并在椁盖板之上再堆积石块，甲类Ｃ型墓（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和乙类

Ｃ型墓（石块有盖有底土圹石椁墓）随之出现并流行开来；椁底的一端或一隅常常用石块砌筑

出石台并在其上放置随葬品，有的椁壁用两层石块砌成，无底石椁墓使用木质葬具而有底石椁

墓则不使用。尽管甲类Ｃ型墓和乙类Ｃ型墓目前仅发现于乳山南黄庄一地，其墓葬类型与前

两个阶段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在年代上晚期阶段与中期阶段之间存在着约一千五百年

的空白期，但前者是从后者发展演变而成的脉络基本上也是清楚的。

（三）石椁墓的墓地

就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墓地形态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图一八　大伊山石椁墓地（第二次发掘区东北隅）墓葬分布图
　

一种类型是单纯的石椁墓墓地，一般分布在与居住区有一定距离的山顶或山坡上，总体上

墓葬排列有序，并且常见分墓区、分组排列的现象。譬如，大伊山石椁墓地第一次发掘的三十

—５２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发掘简报称，旸里店构筑石椁墓的石板，“略呈长方形，花岗岩质，采自附近山体，都经过精心加工，一般长０．４－０．６、

宽０．２６－０．４５、厚０．０３－０．０４米；最长的石板长１、宽０．６、厚０．０５米”。



图一九　旸里店石椁墓地墓葬分布图
　

七座，其中二十座位于发掘区西南角（墓地西

北部）的Ｔ１，排列有序，分为八列，少则一列一

座，多则一列四座；第二次发掘的二十四座中

位于发掘区东北隅的十七座，分为六列作同

向排列，分布密集，各墓之间有一定距离（图

一八）；第二次在发掘区西南角清理的六座

（Ｍ６４－Ｍ６９）与第一次发掘的二十座（Ｍ１－

Ｍ２０）构成同一墓区。被葬者大多为成年，但

也包括个别的儿童，如 Ｍ４１和 Ｍ４５等，说明

儿童与成年人同样采用石椁墓的方式埋葬。

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叠压打破关系四组，说明

墓地使用的时间较长。墓地附近尚未发现同

时期的居住遗址。可见，大伊山石椁墓地在

布局结构上由若干墓区组成，一个墓区内又

图二〇　南黄庄石椁墓地墓葬分布图
　

分为若干墓组并有序排

列，头向均在６０－９０度之

间，说明事先有所规划，或

墓上有地面标识，显然属

于氏族公共墓地。又如旸

里店石椁墓地，位于板桥

河北岸的小山包上，在

１０００平方米的探掘范围

内，发现石椁墓十四座；其

中除一座（Ｍ８）为南北向

外，其余十三座均为东西

向，头向在８５－１２０度之

间；墓葬大致可分为四组，排列大多比较整齐，各墓之间无叠压打破现象；墓地附近未发现居址

遗址（图一九）。再如，石河头墓地的发掘区为南北长１４０、东西宽４０米的长条形，在此范围内

发掘的十四座墓，总体布局上大致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墓区，其中北区三座、中区七座、南区四

座；头向均为东南，大都在９７－１１５度之间，分布有序，大多是二座为一组，南北排列，各墓之间

无叠压打破现象；应属于一处由墓组、墓区构成的氏族公共墓地。南黄庄墓地（图二〇）也属于

此类墓地。

另一种类型是石椁墓与非石椁墓（包括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圹木椁墓和竖穴土圹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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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苏家村遗址（发掘区东部局部）早期阶段
遗迹分布图

　

木棺墓）相间分布。这种类型的墓地

分别发现于东海峪遗址和苏家村遗

址，因前者详情未知〔１〕，这里以后者

为例。苏家村遗址的发掘区位于遗

址东南部环壕内侧的坡地上，发掘区

的北部是呈东北－西南走向排列的

房址，墓葬大多集中分布在发掘区东

部的房址外侧（即东南侧），另有个别

墓葬零散分布于房址之间，两种墓葬

的头向均为东南向（东南方向为大

海），大致表现出居住址在内、其外围

设墓地的聚落布局。墓葬结构及年

代明确的六十九座墓中，包含石椁墓八座，分属于苏家村遗址的早期、中期和晚期阶段。早期

阶段十二座墓中有石椁墓四座，与非石椁墓相间分布，如石椁墓 Ｍ３９周围分布有 Ｍ５１、Ｍ５０

和 Ｍ５７等非石椁墓（图二一）；中期阶段十七座墓葬中有一座为石椁墓（Ｍ５９），其附近发现有

Ｍ７８、Ｍ３２和 Ｍ３１等非石椁墓；晚期阶段四十座墓中有石椁墓三座，同样是散落分布在非石椁

墓之间，如石椁墓Ｍ２６西南侧依次排列有非石椁墓Ｍ４４、石椁墓Ｍ３和非石椁墓Ｍ６４等〔２〕。很

显然，这种以非石椁墓为主要墓葬类型的墓地中，无论是规模、头向还是随葬品，石椁墓与非石椁

墓几乎相同并且相互排列在一起，反映出两种墓葬类型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石椁

墓是被作为非石椁墓的一员而平等对待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动因值得深入探讨。

三　石椁墓的发生与扩散及相关问题

上述石椁墓的空间分布、年代关系、墓葬类型及其演变和墓地形态的分析，为进一步探讨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生和扩散及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这一地区石椁墓的起源，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或可初步认为，苏鲁黄海沿岸地区

的石椁墓发生于距今约６５００年前黄海西岸的今江苏东北部的灌云县一带，即淮河下游的沿海

地带。因为，在整个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以灌云大伊山石椁墓的年代为最早，并且其形制结构最

为原始；即使长江入海口以南的东海沿岸地区，以及海岱文化区的其他地区，也无年代更早的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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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根据发掘简报正文和图四可知，东海峪不同类型墓葬相间分布及墓葬与居址空间关系与苏家村遗址基本相同。

关于上述苏家村石椁墓周围的墓葬类型，承发掘领队宋艳波同志告知，谨此致谢。



石椁墓乃至类似的石构墓葬的发现〔１〕。如果这一判断无误，那么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乃至整个

海岱文化区的石椁墓，应当是以大伊山为起点向外扩散而出现的。

关于石椁墓是否从江苏东北部沿海地区向南扩散的问题，有学者曾根据山东半岛、辽东半

岛乃至辽西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构墓葬的发现，认为“太湖地区在商周时期突然出现的石室

建筑，忽如不速之客，应该是东部沿海地区夷人文化南迁的结果”〔２〕，言下之意是太湖地区商

周时期的石构建筑来源于黄海沿岸地区。诚然，“在太湖和杭州湾地区，一些土墩墓中还有石

室，即用石块筑成墓室和墓道，墓顶盖石，墓底铺石片或砂砾土”，“时代大致从商代后期到战

国”〔３〕。但这种土墩石室墓与黄海沿岸地区的土圹石椁墓之间，无论年代还是墓葬结构都看

不到内在联系。至于浙江东南部东海沿岸地带的瑞安境内的岱石山等三个地点发现的支石

墓〔４〕，其年代大致为西周时期，约当公元前１０世纪前后，与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土圹石椁墓

之间同样看不到任何内在的联系。因此，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迄今尚无由北向南扩散

的迹象，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土墩石室以及浙东南沿海地带的支石墓似乎另有源头。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向内地的扩散曾一度出现。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间泰安大汶口遗

址的第二和第三次发掘，发掘清理北辛文化晚期的墓葬十座，其中二座为石椁墓（Ｍ１０１０、

Ｍ１０１１），两墓“在长方形墓坑内壁用若干页岩石板围成长方形石框，上盖石板成为有顶无底的

石棺式葬具”，平面形制均为长宽之比大于２∶１的窄长型，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其中

Ｍ１０１０的被葬者为一儿童，头向８５度，盆骨上放置一件红顶陶钵；Ｍ１０１１的被葬者为一中年

男性，头向１００度，随葬三件牙镞。“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的年代为距今６４７０－６１００年”，“为

北辛文化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同时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晚期遗存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期，其

“早期年代约在距今６４７０－６２１０年之间，晚期在距今６２１０－６１００年的百余年左右”〔５〕；而二

座石椁墓均为其晚期遗存，即在北辛文化中属于最晚的遗存〔６〕。大汶口遗址的石椁墓无论其

墓葬结构、平面形制还是葬式及头向，均与大伊山的甲类Ａ型石椁墓相同，并且二者同属于北

辛文化，只不过前者属于北辛类型，后者属于大伊山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石椁墓在大伊山遗

址属于流行的墓葬类型，并被视为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因素”，而在大汶

口遗址则属于一种少见的特殊类型的墓葬，况且大伊山石椁墓出现于距今６５００年前后并延续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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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１８５－１９０、４５１－４８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２０３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施劲松：《商周两汉的土墩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
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安志敏：《浙江瑞安、东阳支石墓的调查》，《考古》１９９５年第７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３２－６９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按：据
该报告文字记述和第１５页图九可知，石椁墓 Ｍ１０１０和 Ｍ１０１１发现于大汶口遗址７４南区３Ｂ层下，两墓东西相距约

２５米；与之同属于３Ｂ层下的同期墓葬有竖穴土坑墓 Ｍ１００３（成年男性墓，随葬骨镞二件）和 Ｍ１０１７（一成年女性和一
儿童的合葬墓，未发现随葬品）；Ｍ１００３位于 Ｍ１０１１西南约１０米处，Ｍ１０１７位于 Ｍ１０１０西南约１０米处。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至距今５５００年前后，而大汶口石椁墓的年代在距今６２００年－６１００年间。综合上述分析可以

认为，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晚期的石椁墓是大伊山石椁墓向西北方向扩散的结果。需要指出

的是，苏鲁黄海沿岸石椁墓西向内陆地区的扩散仅限于此，因为海岱文化区中心地带的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迄今未见石椁墓的踪影。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扩散，主要是沿黄海西岸由南向北展开的。前文的分析表明，

石椁墓于公元前４５００年前后发生于苏东北大伊山一带，并在当地延续至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前后；

公元前２７００左右向北扩散到黄海西岸的日照东海峪、日照苏家村、诸城石河头和胶东半岛东

端的文登旸里店等地，并存续至公元前２４００年前后；公元前９世纪前后扩散至胶东半岛东南

隅的乳山南黄庄一带，成为西周中期前后当地土著文化流行的埋葬方式。诚然，石椁墓从苏东

北沿海扩散至鲁东黄海沿岸地带的日照、诸城以及胶东半岛文登一带之间存在着八百年左右

的年代缺环，文登旸里店石椁墓与乳山南黄庄石椁墓之间更是存在着约一千五百年的年代缺

环，并且对于这两个年代缺环目前尚无法做出实证性解释，但石椁墓沿黄海西岸由南向北一路

北上扩散的总体轨迹是清楚的。

如果上述分析及其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应当如何解释石椁墓的这种扩散？是文化因素的

渐次传播？还是人群迁徙的结果？在笔者看来，应当是人群迁徙的结果。试做如下分析。

人群的迁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移民〔１〕。移民从迁出地

到达迁入地之后，在物质生产和以饮食起居为代表的物质生活方面会迅速地融入迁入地的物

质文化之中，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会长期保留本族群特有的一些信仰、观念和习俗等精神文

化，而生死观支配下形成的丧葬观念、丧葬方式和丧葬习俗又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丧葬观念和行为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特征，即具有强烈的族群标识

性和传承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类集团的丧葬观念及行为一旦形成，往往作为本集团的标识之

一成为其固有的一种丧葬习俗，并且长期得以传承”〔２〕。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正是伴

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扩散的。鉴于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时期的石椁墓分属于北辛文化、大汶

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但这种墓葬又明显有别于这些文化共同体流行的竖穴土圹墓〔３〕，表

明石椁墓的被葬者是这些文化共同体中具有某种独立意识和丧葬观念的特殊群体，为便于表

述，这里暂且以“石椁墓人群”称之。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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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认为：“一般说来，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进而根据中国
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特点给出的“移民的定义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葛
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１０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及其历史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黄骅市博物馆《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国·黄骅）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据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综合性研究，大汶口文化“发现各类墓葬２２００多座”，海岱龙山文化“目前为止共发掘
墓葬５００多座”，除本文所论之四个地点的四十余座石椁墓外，余均为竖穴土坑墓或使用木质葬具的竖穴土圹墓（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３０５、３０６、６０９－６１１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从石椁墓的发生期即早期阶段来看，石椁墓出现于北辛文化中期的大伊山类型，但它既不

是北辛文化的一种普遍的墓葬类型，也不是大伊山类型通行的墓葬类型，而是大伊山居民———

这里暂且称之为“大伊山部落”〔１〕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因为在大伊山邻近地区并且同属于

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连云港二涧村〔２〕和大村〔３〕、沭阳万北〔４〕等遗址均未发现石椁墓。距

今６２１０年前后的北辛文化晚期，大伊山部落居民———石椁墓人群的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移民

到泰安大汶口一带，虽然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上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但死后仍采用了本

部落特有的石椁墓这种埋葬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大伊山以及苏东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以

降的文化遗存中，石椁墓再无发现，表明石椁墓传统在苏东北地区没有流传延续，或许是大伊

山部落的人群已经全部迁至他地的缘故。

从石椁墓流行的中期阶段来看，南起日照的东海峪和苏家村、中间地带的诸城石河头、北

到胶东半岛东端沿海地带的文登旸里店，约当公元前２７００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石椁墓

在上述各地几乎同时出现，流行时间约一百至三百年不等。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在海岱文化

区各地、各类型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流行的墓葬形式是非石椁墓，无论是无葬具的竖

穴土坑墓还是竖穴土圹木棺墓和竖穴土圹木椁墓，即使东部沿海地带也是如此〔５〕，而石椁墓

是仅见于东部沿海地带少数遗址的一种特殊的墓葬类型，因此它不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

主体文化因素，而是一种有别于当地居民的外来人群———移民的文化遗存。在日照东海峪遗址，

“这里三期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相同，如人架都是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器物基本组合和墓葬结

构上都有长方形土圹或长方形土圹石椁等都比较一致”〔６〕。就苏家村遗址来看，石椁墓与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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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伊山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目前尚不甚清楚，但石椁墓流行反映出大伊山居民是在丧葬习俗上有别于同是北辛
文化大伊山类型其他聚落的相对独立的人群，从其规模上看还达不到部族的程度，故这里暂且以部落称之。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１９６２年第３期。按：该遗址１９６０年春的发掘中，

发掘清理“青莲岗文化”墓葬七座，均为竖穴土坑墓。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新海连市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记》，《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６期。

谷建祥、尹增淮：《江苏沭阳万北遗址试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南京博物院：《江苏沭阳万北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１２期。按：该遗址１９８７年冬的试掘未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１９８７
至１９８８年的发掘，发掘清理“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墓葬七座，其中四座为竖穴土坑、另三座墓圹不清。

鲁东沿海及胶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墓葬多有发现，除本文所论的日照东海峪诸遗址之外，其余遗址的墓葬
均为土圹竖穴墓，如临沂大范庄二十六座（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１９７５年第

１期）、日照两城镇一百余座（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发掘报告》，１６０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山
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２０１８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日照尧王城一百三十九座以上（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日照县图书馆：《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
报》，《史前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照市文物局：《山东日
照市尧王城遗址２０１２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９期；诸城呈子八十七座（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
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胶县三里河九十八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即墨市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五十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
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２００７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等。

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６期。



椁墓相间分布，两者的葬式和头向一致，随葬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和多寡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说明

石椁墓和非石椁墓的被葬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身份、地位或贫富的差别，而是人群的不同。据

此或可推论，大汶口文化末期石椁墓人群在由南而北的迁徙过程中，途经日照沿海地带时少数甚

至是个别人滞留在了东海峪和苏家村等地，与当地居民杂居共处并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繁衍生

息，但死后仍然采用本部族传统的石椁墓埋葬方式，以昭示他们是大伊山部落的子孙。

诸城石河头和文登旸里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两处墓地都是单纯的石椁墓地，说明其

被葬者族属相同，但其葬式、头向和随葬品尤其是陶器的种类、组合及形制所表现的物质文化

面貌与周邻同类文化遗存别无二致，只不过墓葬类型有异。据此或可推论，大汶口文化末期石

椁墓人群在由南而北的迁徙过程中，一部分人留在了诸城一带，一部分人继续北迁到了文登一

带，他们分别在石河头和旸里店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形成了主要由大伊山部落后裔组成的移

民聚落。它们尽管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完全与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但将本部

族传统的石椁墓埋葬习俗长期地保留了下来。

在石椁墓流行的晚期阶段，较之前两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一方面，墓葬结构发生了

较大变化，甲、乙两类的Ａ型和Ｂ型墓均演化为Ｃ型墓。另一方面，以陶器的质地、器形、纹

饰、器类及其组合等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独特，既具有珍珠门文化晚期特征又具有鲜明的自

身特点，还使用周文化的铜镞。尽管这一时期的石椁墓目前仅发现于南黄庄附近及其西南相

邻的南斜山村的村南、村东和村北一带，但“与南黄庄文化相同的材料，目前在半岛中部以西地

区尚未发现，仅发现于半岛的东南部一带。其中以乳山县发现的最多，有寨山遗址、合子遗址、

南黄庄遗址和墓群、俞介庄墓群、大浩口墓群、海疃墓群等十几处。牟平的东南部及半岛最东

端的荣城县，也发现了南黄庄文化的线索”〔１〕。很显然，以南黄庄石椁墓及出土陶器为代表的

文化遗存是具有鲜明自身特色、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东南隅沿海地带的一种文化遗存。换言

之，是西周中期前后胶东半岛东南隅的一种土著文化。据此或可推论，公元前９００年前后，石

椁墓人群的一部分迁徙到胶东半岛东南隅的今乳山一带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并以南黄庄、南斜

山村一带为中心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和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们尽管与珍珠门文化

关系密切，甚至被视为珍珠门文化的最晚的一期遗存，但在埋葬方式上仍保留了本部族固有的

石椁墓传统。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由南向北的扩散大致勾画出了石

椁墓人群自苏东北沿海地带出发一路北上直至胶东半岛东端的迁徙图景。至于他们北向迁徙

的动因，或许是出于某种自然环境的、社会压力的乃至精神信仰的原因〔２〕，但尚难以做出实证

性说明。就他们迁徙的具体路线来说，究竟是沿海的陆路还是近海的水路，尚无可资说明的实

—１３３—

白云翔：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研究 　

〔１〕
〔２〕
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葛剑雄认为：“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或战争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长距离的和
集中进行的移民”（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４７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证性材料，如果考虑到石椁墓的发现地点均位于滨海地区，尤其是东海峪、苏家村和南黄庄等

地点更是地处近海、面海的海边地带，或可认为，他们的迁移路线主要是近海水路，抑或是近海

水路和沿海陆路兼有之。

关于石椁墓人群的族属，学术界尚无专门的讨论。严文明曾经指出：日照东海峪、诸城石

河头等地的石椁墓，“是一部分夷人的传统风俗”〔１〕；乳山南黄庄石椁墓群，“推测这里是被齐

人排挤到山隅海角、又受到齐文化一定影响的东夷人的墓地”〔２〕；南黄庄石椁墓之类的遗存，

“是被周人排挤到穷乡僻壤的东夷的最后残迹”，“大概就是齐东野人的踪迹”〔３〕。南黄庄墓地

的发掘者根据其地理位置并结合《后汉书·东夷列传》、《尚书·禹贡》等记载，进一步推论“南

黄庄墓地的族属很可能就是嵎夷当中的一支”〔４〕。刘延常等也认为其是嵎夷的文化遗存〔５〕。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据考证，今山东及邻近

地区属于东夷集团所居的地域〔６〕。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海岱文化区的史前文化以及夏商

周时期的土著文化，属于夷人的遗存，或曰东夷人的遗存〔７〕。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苏东北地区

大伊山墓地、二涧村遗址等遗存可能与淮夷和徐夷先民的文化有关〔８〕。值得注意的是，大伊

山墓地除了石椁墓这种墓葬形式有别于其他同类文化遗存之外，墓葬的头向、仰身直肢葬的葬

式、随葬品及其组合、部分被葬者头部覆盖红陶钵等丧葬习俗均与其他同时期同类遗址相

同〔９〕，而墓葬的头向和葬式等又同样具有重要的族属标识意义〔１０〕。因此，大伊山部落尽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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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

严文明：《胶东考古记》，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

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按：该文认为，南黄庄石椁墓属于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而
“珍珠门类型遗存应是嵎夷创造的”。也有历史学者认为，从大汶口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活动于（胶东）半岛东部的
为嵎夷部族，东部的古文化遗存为嵎夷文化”（张寒梅、丛领滋：《史前胶东居民族属考》，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
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５６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严文明认为：“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
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６期）。栾丰实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
创造者属于同一族系，即古代东方的夷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只不过是东夷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
而已”（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纪仲庆、车广锦：《苏北淮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再认识》，《纪仲庆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１年。按：该
文将大伊山墓地等视作青莲岗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典型遗址，将二涧村遗址和大村遗址等归属为青莲岗文化“北辛
类型”，认为“大伊山类型可能就是代表淮夷先民的文化，北辛类型则可能是代表东夷另一支族先民的文化，或者是徐
夷先民的文化”。

１９６０年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清理“青莲岗文化”墓葬七座，均为竖穴土圹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
东，随葬品较少，多数墓葬有用红陶钵覆盖头部的习俗（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
《考古》１９６２年第３期），这些都与大伊山石椁墓地相同。

栾丰实：《墓葬头向反映的文化传承———海岱地区史前埋葬习俗之一》，《东方考古》第１８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用了独具特色的石椁墓，但它与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其他遗址一样，同属于东夷人的文化遗

存，至于是否与淮夷或徐夷有关，尚难以论定。夷或东夷作为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对其东方非

华夏族群的泛称，种姓部落繁多，夷人系统内部有诸多不同的支系〔１〕。因此，苏鲁黄海沿岸地

区从大伊山遗址的北辛文化到鲁东沿海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至以乳山南黄庄为代表的

西周时期胶东半岛东端的土著文化的石椁墓人群，无疑是东夷人这个大族群中诸多支系的一

支，可能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支系而已。

四　余　　论

石椁墓是石构墓葬的类型之一，而用石板、石块或砾石构筑墓室或构筑棺椁葬具的石构墓

葬，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在我国，从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川西高原、青藏高原到西北的新疆

地区、北方草原地带直至东北地区，古代石构墓葬在我国广阔的边缘地带有着广泛的分布，并

且年代跨度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而辽东半岛就是石构墓葬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并且

类型多样。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渤海海峡相望，并且两地间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

此，本文讨论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就不能不涉及两地之间石构墓葬的关系问题。以往

有学者认为，山东半岛的石椁墓“可能是受到辽东地区积石冢传统的影响”〔２〕，但从本文的研

究来看，可能未必如此。

就辽东半岛来说，石构墓葬类型多样，包括石棺墓、石椁墓、大石盖墓、积石墓（积石冢）、石

室墓、支石墓（石棚）等〔３〕，并且年代跨度长、广为流行。关于其发生及演变，学术界尚无系统

研究。迄今的考古发现表明，辽东半岛最早出现的石构墓葬是以旅顺老铁山及将军山积石

墓〔４〕、四平山积石墓〔５〕、文家屯东山积石墓〔６〕等为代表的积石墓〔７〕，但学术界关于它们的

文化属性及其年代多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墓应是双砣子一期文化

的墓葬”〔８〕；或认为“老铁山与将军山积石冢不属于小珠山五期文化，而应归于双砣子一期文

化”，而双砣子一期文化晚于小珠山五期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９〕。小珠山五期文化以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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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８４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孙波认为，诸城石河头和文登旸里店石椁墓“这类石棺墓独处于山头，加之又基本分布于胶东沿海，可能是受到辽东
积石墓传统的影响”（孙波：《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张志立、陈国庆：《东北地区石质葬具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１９８７）》，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旅大市文物管理组：《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澄田正一、秋山进午、冈村秀典：《１９４１年四平山积石墓的调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高芳、华阳、霍东峰：《文家屯积石墓浅析》，《博物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东半岛石棚》，１１７－１１９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１２１－１２４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徐昭峰：《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考古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山遗址第３层为代表〔１〕，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小珠山上层文化。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四平山积

石墓和文家屯东山积石墓等属于小珠山五期文化即小珠山上层文化，其绝对年代或认为是公

元前２８３０－前２１３０年〔２〕，或推定为公元前２５００－前２０００年〔３〕。如此说来，辽东半岛最早

的石构墓葬是积石墓，其发生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前后的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关于

其来源，鉴于辽宁西部的朝阳市牛河梁遗址〔４〕、半拉山墓地〔５〕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丰富的

石棺墓和积石墓遗存，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４０００－前３０００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时期，并且

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影响〔６〕，因此，有

不少学者认为，辽东半岛的积石墓是辽西地区石棺墓和积石墓东传的结果〔７〕。当然，也有学

者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积石冢不排除本地起源的可能性”〔８〕。

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与辽西地区关系密切

的同时，实际上跟山东半岛尤其是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９〕，接受的影响更广泛、

更深刻，并且辽东半岛“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受到山东半岛的强

烈影响，而山东半岛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辽东半岛的影响”〔１０〕。“大汶口文化与辽东半岛的交

流是通过胶东半岛来完成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的交流始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胶

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文化影响是主要的和强烈的，而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是微弱

的”〔１１〕。“辽东半岛的积石冢的陶器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陶器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１２〕。最新的研究表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之间，距今７０００－６０００年的小珠

山下层文化和白石村类型文化时期，两地之间可能已经有了文化上的接触和联系；距今６０００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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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战伟、赵宾福：《小珠山上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考古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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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东半岛积石墓的起源，贺伟认为：“辽东半岛的积石墓习俗有可能源于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参见氏著：《关于辽
东半岛早期墓葬的探索》，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３年。徐昭
峰认为，小珠山五期文化“陶器特征上以海岱龙山文化占据较大比例，但在墓葬形制上体现的则是源于辽西区的积石
冢这一文化因素，虽然积石冢的形制由于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氏著：《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
与谱系》，《考古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张翠敏：《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积石冢再探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３７８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严文明：《胶东考古记》，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３１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王禹浪、崔广彬：《辽东半岛的贝丘、积石冢与大石棚文化》，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



－４４００年的小珠山中层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两个半岛之间的文化联系日益增多；距今

４４００－３３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来自渤海海峡南岸的人们，使得辽东半岛

延续长达二千余年的本地传统文化发生改变，“成为海岱文化区一个新的分布区”〔１〕。另一方

面，正如本文所述，胶东半岛东端的文登旸里店发现有石椁墓地，甚至存在着由旸里店、石崮山

等构成的石椁墓群，其年代为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２５００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尽

管存在着较大的年代缺环，但旸里店石椁墓源于苏东北的大伊山石椁墓、经鲁东黄海沿岸扩散

而来的轨迹是清楚的；况且，胶东半岛东端的乳山南黄庄一带还发现了公元前９世纪前后的石

椁墓群，反映出石椁墓传统在当地的延续，并被视为当地的文化特色之一〔２〕。

综合上述分析或可得出这样的认识：胶东半岛的石椁墓显然不是辽东半岛积石墓跨越渤

海海峡南向扩散的结果；如果说两个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石构墓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

么，最大的可能是苏鲁黄海沿岸石椁墓经胶东半岛和渤海海峡向北扩散，对辽东半岛新石器时

代晚期及后来的墓葬形式产生了影响。当然，辽东半岛石构墓葬的出现或许并非仅仅是源于

山东半岛石椁墓的北传，很可能同时也受到了辽西地区石构墓葬东传的影响，是南来和西来共

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约当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前后，胶东半岛上石椁墓人群的一部分人跨越渤

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之后，在继承本部族原有的石椁墓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来自辽西地区

的积石墓和石棺墓等文化因素，于是开始采用积石墓这种新的墓葬形式。当然，对于辽东半岛

积石墓和石椁墓等石构墓葬的起源，以及南黄庄石椁墓“会不会是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一支有

亲缘关系的族群回迁”等〔３〕，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苏鲁

黄海沿岸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椁墓的起源、演变、扩散及其动因的综合分析，不仅有助于我国东

部沿海以及东北地区石构墓葬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和人群移动的深入考察，而且对于“环黄

海之路”〔４〕早期形成的研究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附记：本文插图由李淼、田苗同志等协助制作，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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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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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时代已被山东土著居民所使用，在胶东地区，从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胶东类型的商代文化、周代土著文化的
发展线索清楚，传承关系明确，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胶东地区周代的石椁墓和石棺墓（按：均指乳山南黄庄的石椁
墓）来源于当地更早的土著文化，应当视为当地文化特色之一”（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９７页，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王富强：《胶东滨海廊道早期形态初探》，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集》，

齐鲁书社，２０２０年。

白云翔：《“环黄海之路”的提出及其要义》，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
集》，齐鲁书社，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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